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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戶口、田土數據及其變動，實際上也就無法有效地控制地方社會的運

作，因此，地方社會的運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鄉族關係的調節。也就是

說，明清戶籍賦役制度的運作，主要不是依靠官方立法與行政手段，而是通

過鄉族關係來維繫的。

總之，本書應置於1980年代以來明清賦役制度史研究新動向的背景下進

行閱讀。這一新的研究取向一改長期以來依賴官方文獻的自上而下的研究方

法，轉而通過挖掘、解讀民間歷史文獻，通過尋找這些文獻內在的脉絡，演

繹出對制度史進行自下而上研究的新路子，結果使打通制度史與社會史、對

制度史進行社會史分析成其爲可能。本書爲如何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具

體的例子。未來的研究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在更系統地把握不同類型的

公私文獻之間的內在脉絡的基礎上，更爲有機地結合制度史與社會史研究，

做到「自下」而不忽視「而上」，在「下」與「上」、鄉族與國家、地方社

會與王朝體制、區域史與大歷史、社會史考察與文化史分析之間，找到內在

的邏輯與歷史聯繫，在此基礎上重新審視傳統中國社會的運作機制。

劉永華 唐慶紅

厦門大學歷史學系

趙華富，《徽州宗族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3，

616頁。

從學術史來看，中國宗族研究複雜多樣。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

報告》將「族權」作為封建四大權力之一，開啟了國內學界「革命」話語下

的宗族研究；另一方面，西方人類學親屬制度研究者，出於回應無文字傳統

之大洋洲和非洲的宗族研究之目的，對中國宗族研究亦深有興趣。近年來，

無論何種類型的研究，都在超越「革命」話語，對中國宗族的系譜原則、運

作機制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並越來越將宗族視為一個社會歷史過程，將宗

族看成是歷史過程中的宗法原則、意識形態和明中葉以後商業化力量作用的

結果。趙華富《徽州宗族研究》就是在這樣的學術史背景下推出的一部徽州

地區宗族研究專著。

《徽州宗族研究》一書以近五十萬字的篇幅，集中研究徽州一地之宗族

歷史，資料豐富是其一大特色。作者趙華富先生由元史學入徽州學研究，重

視歷史文獻乃其一貫之研究風格。據作者自己說，為了撰著本書，從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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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他曾親赴北京、上海、南京、河北以及安徽等省市十餘家圖書館、博物

館、檔案館查閱資料，並抄錄了二百餘萬字的材料，這些材料為《徽州宗族

研究》一書打下了堅實的資料基礎。然而，受陳其南「華南計劃」的影響，

作者清醒地意識到，研究作為基層社會組織的宗族，單純依靠圖書館是不

夠的，還必須到鄉村去進行社會調查。因此，也是從1990年起，作者堅持每

年在徽州鄉村調查一至兩個月，住在鄉村，「眼見為實」，其足跡遍及原徽

州府的一府六縣，採訪了數以百計的老人，搜集到民間收藏的大量譜諜、契

約等文書資料和口碑資料。以兩方面的材料為依據，作者終於寫就了這部洋

洋五十萬言的《徽州宗族研究》。惟其如此，是書的確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

資料，其中特別豐富的是引用族譜和地方志的材料。作者徵收族譜並製作了

不少的表格，將徽州的宗祠、族田等等均以列表的方式進行了一目了然的介

紹，也引用了近十份完整的契約文書來分析了家族山林田產的產權移易。這

其中有小部份材料是首次公開，彌足珍貴。書中為我們展示了徽州宗族問題

的複雜性，比如一般認為祠堂神主牌不能有「庶母」的規定如何在徽州宗祠

裡得到調適，甚至徽州還建有相當數量的女祠等等問題均在趙著中有較多的

討論。

趙華富作為一位在歷史學領域從事數十年研究的學者，不僅對研究資料

極其重視，也擁有對材料的較好直感。比如關於徽州譜牒，作者收集到的數

量相當多，但並非對其採取不加分析全部利用的態度，而是頗多置疑。關於

族譜的形成及其與宗族歷史的關係已有相當多的學者進行了充份的討論，趙

華富也在閱讀徽州族譜時產生了類似的直感，憑着這些直感，作者在第四章

「徽州宗族譜牒」中專立「徽州譜牒資料辨」一節，分「可疑的歷史記載」

與「美化祖先現象」二目質疑了族譜對宗族自身歷史記載的諸多「可疑」之

處，對徽州宗族譜牒進行了較為詳實的考辨。此外，作者還專門就「家法大

於國法」以及徽州宗祠的朝向等問題進行了類似的考辨。

從內容上看，趙著全書共616頁，分為九章和一個附錄，我們大體上可以

將其內容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從徽州宗族功能結構各個方面來討論徽州宗族

的第一至六章，分別研究徽州宗族的興起、徽州宗族的組織結構、祠堂和祖

墓、譜諜、族產、族規家法等問題。第二類是討論徽州宗族特色的第七和第

八章，研究了徽州宗族「重教崇文」的傳統以及徽州宗族的「經商風尚」。

第三類是個案研究，分別分析了歙縣呈坎羅氏宗族、黟縣西遞明經胡氏宗族

的發展繁榮過程。最後則為全書附錄　　〈從徽州宗族資料看宗族的基本特

徵〉，它實際上起到結論的作用。綜觀全書，作者的核心觀點是由於地理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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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特有的山多田少、萬山環抱，兵燹之災少，人們安土重遷且多貧困，為

徽州宗族發展與繁榮提供了合適的自然環境；而產生了偉大的理學家朱熹則

使當地居民感到「無上光榮」，朱熹《家禮》遂成為當地宗族形成的指南；

加之以宗族仕宦和徽商捐輸的作用，伴隨着西晉末年和唐末等四次中原漢人

的大規模移民、宦游及隱居等中原移民的到來，至唐宋時期，徽州原有的山

越人被徹底融合到了漢人群體之中，徽州宗族開始形成；並在宋至清的長遠

歷史中，因為宦遊、避地、擇勝、指眾、出贅、隱居等六種原因而產生繁衍

裂變，形成宗族繁榮的局面。在這些宗族當中，有地主、農民和商人三類家

庭，族長是其統治者。隨着商業的發展，宗族亦開始從農業宗族向亦農亦商

宗族轉化。宗族建有祠堂，宗祠建設在形制、朝向等方面均有規制可依，為

宗族春祭、秋祭和冬祭的主要場所（而祖墓是宗族祭祀的另一主要場所），

宗祠遂成為強化宗法思想與宗族觀念、緩和族內矛盾、強化宗族管理、鞏固

宗族統治的主要工具。通過貨幣購買、子弟捐獻、眾存族產、進主祀田等途

徑，徽州宗族置有族產，其族田可分為祭田、義田、學田三大種類，並形成

了宗祠、支祠、族人公共佔有等多種佔有方式，族產經營管理均有一定制

度。宗族制度中，更重要的是族規和家法。族規家法由族長、房長、鄉紳制

度，主要包括忠、孝、節、義、禮等倫理道德規範和四業當勤、崇尚節儉、

重視教育等生活行為規範，並有詳細地對觸犯族規家法者的懲處規定。宗族

自宋元以來修有譜牒，至明清和民國時期譜牒不僅數量多而且善本多。在對

徽州宗族結構的各個方面進行了介紹之後，作者還就一般認為徽州宗族具有

特色的兩個方面進行了專門探討，重點研究了徽州宗族「重教崇文」的傳統

以及徽州宗族的「經商風尚」。從全書內容來看，將《徽州宗族研究》一書

視為關於徽州宗族研究的百科全書似乎比較合適。

透過本書的內容以及結構安排和內部邏輯，我們發現，本書雖然自發地

進行超越「革命」話語宗族研究的努力，但其問題意識仍然在「革命」話語

下徘徊。比如作者認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是宗族的對立物，

資本主義商人隊伍是宗族的掘墓人。與此相反，徽州宗族商人隊伍是封建商

幫，他們經營的商品貿易是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明代中期，徽州宗族子弟

大批『棄儒服賈』、『棄農從商』，徽州宗族商人隊伍的發展與擴大，不僅

沒有削弱和動搖宗族制度和宗族統治，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宗族的

統治，鞏固了宗族制度。」（頁95）這種說法實際上也是「革命」話語的表

述；將宗族在基層社會中的組織與管理視作「統治」，亦表明作者的研究沒

有達到其自發地希望走出「革命」話語的目標。當然，不可否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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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與今天學術界關於宗族的研究並不存在孰是孰非的問題，不過，不管研

究者本身是否意識到，這二者的區別是前者具有相當強烈的介入意味，希望

通過自己的研究為「革命」提供依據，其研究已經具有政治乃至行政的背

景，而今天學界關於宗族研究的主流卻已走出「革命」話語或者從來沒有受

「革命」話語的影響，更多地關心中國宗族的歷史過程以及透過這一過程所

展現的中國傳統社會的特質，從而為我們認識今天的中國社會提供幫助。

在全書的結構安排和內部邏輯上，《徽州宗族研究》一書屬於類型化與

「原因、現象、影響」三段論的作品。在作為結論的附錄中，作者對徽州

宗族的基本特徵進行了概括，認為徽州宗族有八個特徵，即「有共同的始

祖」、「以血緣關係為紐帶」、「有明顯的昭穆世次」、「開展一定的集體

活動」、「有共同的聚居地點」、「有一定的組織管理形式」、「有宗族的

族規家法」、「有一定的公有財產」。這種分析，即屬於類型化的研究理

路。筆者認為這種研究實際上將研究對象看作一種組織來分析其結構各個部

份的功能，是一種注意組織的結構各部份「平衡」而忽視歷史變遷的研究範

式。這一研究理路，實際上亦來自西方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的功能主義，只

不過在其本土，這種方法已經被超越了。

如果我們也用類型化的分析方法，那麼，我們可以認為，目前學術界與

作者的研究風格不大相同的中國宗族研究至少有兩種類型。其一是社會人類

學親屬制度研究視野下的中國宗族研究，其二則是在社會人類學親屬制度和

歷史學雙重視野下的中國宗族研究。英國人類學家莫里斯•弗里德曼關於中

國東南宗族的研究，以功能主義為思想方法，在全面描述福建與廣東宗族組

織結構的各個細節之後，對宗族與國家的關係、宗族之間的關係等問題進行

了分析，總結出以「族產」為核心解釋中國宗族運作的弗里德曼宗族模式，

陳其南等人則認為弗氏過於功能化，忽視系譜關係在中國宗族的重要性，從

系譜原則的角度對中國宗族特別是漢人的「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第二

種類型的研究之中，歷史學家科大衛、劉志偉等人則認為明清以來，宗法原

則伴隨着商業化過程以及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宗族成為一種語言、一

種文化或者經濟資源，成為華南社會變遷過程中的重要環節，顯示出超越功

能主義視野並具有深刻歷史把握的詮釋性學術徑路。也許，這正是我們的徽

州宗族研究所需要的研究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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